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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上海隐蔽斗争策略 

研析（1928-1934 年） 

张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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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20世纪 20、30 年代的上海，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特务、租界巡捕、帮会流氓等众多反动势力同

处一城，敌强我弱，隐蔽斗争成为主要斗争方式。隐蔽斗争与中共领导工运、农运技术路线截然不同，隐藏、联络、

逃生、反逮捕每个技术环节都是行内常识，中共将其娴熟而有效发挥作用，这来源于对纪律近乎苛刻的遵守和维护，

从劝说、警告、告诫到惩罚，展现了中共对于残酷斗争的调适，也折射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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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说无产阶级要取得斗争胜利：“必须极细致、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

的‘裂痕’”。1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组织受到重创，被迫转入地下。“八七”会议提出：“现时主要之

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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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合法党转入地下党，带来的是组织方式、联络交通、斗争方式的深度变革。1928 年到 1934 年间，中共中央机关战斗在复

杂多元的上海，既要与租界当局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又要与国民党情报特务机关的破坏和渗透进行地下斗争。看得见的是三大

技术环节的较量，即隐蔽技术、侦察敌情能力、预防叛变能力；看不见的是敌我双方的组织、信仰、纪律、禀赋、热情等软实力

的比拼。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够在这场情报大战中安全退场，其中铁的纪律是战斗力的根本。作为区别其他政党的标志性禀赋，它

的形成动机、严格程度、以及灵活调适与残酷的斗争如影相随，技术和纪律互为表里，成为中共取得上海隐蔽斗争胜利的重要法

宝。 

上海隐蔽斗争复杂特殊，目前已有的研究，多从亲历者的回忆和当时上海警察局的档案出发，管窥细节和局部，不断积累对

于全貌的认识。美国学者魏斐德立足租界警察资料和国民党特工当事人的回忆，从治安角度展示了国共隐蔽斗争的局部和激烈

程度，侧面展示中共地下组织的禀赋、成员素质和运行逻辑 3；国内学者薛钰、苏智良等侧重揭示周恩来、陈云等核心人物在残

酷斗争中的能力和智慧，还原了中共地下精英的形象。4 以上两种研究路径都是从事件和人物着手，无法看到中共地下情报网络

的技术因素。上世纪，费云东在《中共保密工作简史》中首次披露了中共地下斗争操作指南——《秘密工作常识》（以下简称《常

识》）部分内容，引发学界极大兴趣。蒋杰在法国发现了《常识》全文，并将部分未刊内容发表，使得这一技术图景更为清晰。
5 本文拟从这一文本出发，结合《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着重探讨隐蔽斗争中潜伏、侦察和反叛变等几个核心技术问题，

进而揭示 1928 到 1934年间中共上海党组织更细微的隐蔽斗争策略。 

一、生存的“裂缝”与危险 

隐蔽斗争的核心在“隐蔽”或“隐藏”，地下组织和个人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只有成功地隐藏自己，获得生存机会，才有

斗争的可能。中共转入地下是突然、被动、仓促的应急措施。说到突然，是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以后形势变化之快，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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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不及防，中共公开的机关和组织都受到重创。说到被动，是因为中共对于地下斗争的到来毫无准备。直至“八七”会议才宣布

转型：“现在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2 说到仓促，是因为中央机关对于重返上海后的

斗争残酷性认识不足。 

诚然，上海存在许多列宁所说的生存“裂痕”。首先，上海人口流动频繁，外国人多，便于隐藏，便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交

通。按照陈赓的描述，这里租界地区较大，华洋杂处，全市人口复杂，不查户口，进行秘密活动，便于掩护。61930 到 1931 年

间，成千上万因内战和水灾造成的难民涌入上海，新登记的有136760人，29629 户，使上海华界的合法居民激增至 1807582人，

384785 户，六个月后的 1932 年 1 月，在册人口又增加了 64240 人。7这些难民构成了隐蔽的“汪洋大海”，而地下党员就成为

其中的“小水滴”，找无可找。 

其次，上海权力多元，政出多门。国民党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说：“因为上海有西方各国的‘租界地’，这一特别区域，

为中国政府的法令和权力所不及……按照租界当局的法令，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并不妨碍其为租界居民的资格，只要他不作违反

租界法令或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中国官厅就是明知他存在，也无法要求逮捕他。”8 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也是中共党

员生存的“裂缝”。王建华分析：“正是由于他们（指国民党）所设置的诸多军警宪特系统，以及他们租界的‘国中国’的性质

和格局，……敌人营垒内部相互摩擦矛盾重重的局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要你越是堂而皇之地与满街乱窜的特务密探接

触周旋，他们就越会以为你是某个特务系统的人，认你是‘自己人’，而决不会探究你的真实身份，因为他们自己就可能分属不

同的特务或军警机构。这就为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造成了许多可利用的空隙。”9 

但是，中共对于即将到来的地下斗争的困难显然认识不足。诚然，租界当局的“中立”立场是中共组织活动的合法性来源，

也是隐蔽斗争的重要条件。但是，租界当局出于维护“社会安定”的必要，对中共的革命活动持警觉甚至敌视态度，再加之国民

政府的正统地位，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配合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抓捕行动；此外，还有当时的黑社会、资本家对于共产党组织的敌

意，使得中共组织周围的危险无处不在，防不胜防。据中央特科王世英回忆：上海当时云集了警备司令部、公安局、巡捕房、包

探、会帮及南京直属的 CC复兴等专门反共机关，全部工作人员多达两三千人以上，采取侦察、追捕、盯梢等方式，“使我们党

的机关遭受到不断的破坏。” 

再次，共产党在北伐期间以公开活动为主，一些党员身先士卒，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很多共产党员率先被逮捕。“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超过 40%中共中央一级的党员被捕，有 800 名重要的地区级中共党员被捕。2李德描述道：“数以千计的

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在这几年里被杀头，被枪毙，被绞死，不仅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谁被搜捕出来，

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叛变或者死亡。”3 

为了引诱更多人叛变，国民党采取“自首”政策，将自首分为“公开自首”和“秘密自首”。“公开自首”是登报声明脱

党，通过舆论攻击中共组织群体心理，轻则混淆视听，重则颠倒黑白。如敌人炮制的伍豪声明，虚构周恩来脱党假象，对整个中

共组织触动极大，中央不惜冒着暴露的危险予以揭露。“秘密自首”，则是叛变者不暴露身份，继续混在党组织，出卖组织机密，

换取高额赏金。“秘密自首”行迹隐蔽，防不胜防。在威逼利诱的双重压力之下，叛变一时颇为猖獗。1928 年 4 月，中央政治

局委员罗亦农刚到上海就被秘密自首的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以 3000美元奖金出卖，被捕遇难。徐恩曾称这种办法是“重用

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4 周恩来也指出：“自‘八七’会议至今一年有半，……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

变的事亦由南而北渐渐遍及于全国上级党部。”5 

更为关键的是党内没有隐蔽斗争的规范和技术。例如，当时党员如果和组织失去联系后，寻找党组织的办法之一竟是满大街

去“碰”。1928 年 2月湘潭工委书记罗学瓒奉调上海，接头机关被破坏，只好站在街头寻候熟人，巧遇李维汉才得以解脱。6这

种接头方式危险性极大，遇到叛徒就被捕。夏明翰即是如此，因为“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所以夏明翰“每

天在街上走，指望碰着自己人。”7结果 2 月 8 日，夏明翰因为叛徒出卖遇难。之所以如此，缺乏技术规范和组织是症结之一。

共产国际联络员阿尔布列赫特 1928 年 5 月则认为主要原因是所有省委会以及中央都满不在乎地对待可能遭到破坏的问题。
8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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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对这种“混乱”非常痛心：“最初党还不懂得组织情报，遭到敌人的袭击即失败，……虽有情报还是麻木不仁，……结果是

清清楚楚地看着失败，政治上的幼稚造成如此。”9中央 1928年 5月份总结原因道：“固然是因为反动统治向我们猛烈的进攻，”

但是本党组织内部问题也非常明显，即“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是“重大关键”。
20
 

据李维汉回忆，罗亦农遇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中央机关正在迁移的过程中，包括保卫部门领导人的罗亦农和数个省委机关

被“破获”，这让中央机关在上海的安全蒙上阴影。毕竟 200 多人的庞大机构置于敌人的眼皮底下，还要接头、传递情报、开

会、活动，稍有不慎，就有灭顶之灾。1928 年 5 月 18 日中央紧急发布第 47号通告《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

秘密工作》进行补救，确诊“症结”为：一是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二是没有注意秘密工作技术。2 所谓“健全组织”就是精简

组织，减少机构之间的横向联系。由此规定：“凡超过 5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分部”，“如此除负责同志外

1 个党员只知道 5个同志，一遇破获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
22
为此，“秘密工作技术”提出了 9 项要求。1928 年 5 月 31 日，

中央组织部在《校刊》上发表新版的《秘密工作常识》，将 9项办法具体为 12项斗争技术和纪律，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应用。包括

如何租房子建立机关，如何保存文件传递文件，文电书写，摆脱敌人侦探特务尾随的几种方法；被捕后的假口供等。特别重申地

下党员之间必须单线联系。23按照阿尔布列赫特的说法：“没有必要让所有党员或者所有机构的成员都知道党内的一切事务。”24

李维汉称：“这九项办法可以说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25 

为了保证纪律和规范的遵守，1928 年 11 月 14 日，在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中央决定周恩来等在上海组成中央特别委员会，

简称为“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电讯科，实际作用是保卫党中央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
26用共产国际专家奥莉加的话说：“必须把恐怖活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像格勃乌的工作一样。……如果党在这两个问题上

不立即停止执行自己的方针，我们就会走向灭亡，党内就会迅速充斥一些奸细。”27 

二、职业化、社会化隐蔽 

成功隐蔽是地下工作的基础，其目的是与原住民取消差异性，以达到融为一体的目的。在商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潜伏，最好

的掩护是职业化。英国间谍专家路威氏的定义是：“间谍者，以一种秘密战斗员身份，……以各式各样之职业或其他名义而活

动。”281928 年 10 月，中共中央机关开始办公，骨干成员和家属 200 多人分布在各大区域，为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和有效运转，

周恩来将“深入群众有正当职业”列为首要目标，同时要求：“机关少而秘密，职业化和社会化”等。291929 年 12 月 4 日《中

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特别规定：“每个同志在群众中一切的公开活动，必须站在群众的地位，采取群众化的工作方式，……保

护党的组织的秘密。”30这种群众化工作方式就是职业化、社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目的是要身负特殊任务的地下党员能够成

为人群中的“水滴”，不被人注意。 

但是中共那些著名领导人，早期公开活动频繁，认知度比较高，实现销声匿迹是一大难题。阿尔布列赫特曾担心：“如瞿（秋

白）、（陈）独秀，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广大人士中都很出名，而他们待在中国，特别是待在上海，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场

灾难。”3为此，《常识》明确提出对机关和领导人的标识特征进行淡化。要求中央机关和党员采取“隐姓埋名”的作法。名人用

代号、笔名、化名或外文字母作代称，如周恩来多用“伍豪”作为代号，任弼时用“P·S·”作代号。32中央机关和各级党组织

也使用代称，如中央组织部称“钟祖之”、妇女部称“淑英、中福等”、农民部称“龙伟”、中共中央政治局称“安中原”等。

规定所有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住址都设警号；办公地点及住家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不时更换；通电话要用化名、暗

号，电话内容只限联络、报警、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等等。 

其次就是减少“抛头露面”，避免被发现的可能性。一些革命者严格规范自己的作息时间和社交圈。例如，周恩来平日“只

在凌晨 4点半左右上街，早上 7点回来。”33胡愈之回忆潘汉年到中央特科后，似乎难觅踪影：“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

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甚至“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断绝往来。”34当然违反这些纪律反面的教训

也是惨痛的。1930 年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在武汉不顾秘密纪律约束，登台表演魔术挣钱，被叛徒尤崇新认出，被捕叛变，给

中央带来“一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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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党内一些著名人物还需要经常“改头换面”，伪装成为一种必备的技能。鉴于周恩来在国民党中的知名度，为此他不

得不经常改变形象：“有时留胡子，有时刮掉，加上山羊胡”，有时甚至要“改变眉毛形状、步态和嗓音”。周恩来庆幸称：

“（自己）曾短暂地受过演员（女角）的训练，这派上了用场。”
35
陈赓也是如此，时而西装革履，像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

全副武装，又成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

商大贾的模样；有时到工厂里工作，又改穿工人服。36 

著名人物的“隐蔽”以销声匿迹为佳，普通党员的“隐蔽”则以“以假乱真”为佳。因为他们是秘密任务的具体执行者，长

期活动在街头巷尾，需要与生活和职业高度融合。《常识》规定：一个普通党员的职业与形象要匹配，“一个又白又胖的人化装

成叫化子，则马上要被人窥破”。37例如：当时最流行扮“假夫妻”，因为在上海不是夫妻很难租到房子。李克农说：“女同志

那时有时要当太太，有时要当保姆。”
38
地下党员顾玉良回忆道：“住家就要像住家，……住家要夫妇二人，女的要像家庭妇女，

买菜、烧饭、洗衣等等。……另外，要我们在衣着、来往等方面都要合乎自己的身份，住棚户区的有西装革履的朋友来访，就不

大协调。”39徐恩曾揭示这种家庭的情报功能：“红队小组成员可能被安排在一起，有仆人、厨子、亲属（包括孩子和祖父母），

组成一个有 8口人的家庭，其中有的党员，有的烈士遗孤，一旦接到指示，这个显得极为普通的家庭就会搬到居民区，建立起一

个联络站。”40 

但是这种“家庭”经不起推敲，因为长久地住在一个地方，就会形成固定的熟悉人群，必然会露出破绽。聂荣臻回忆道：做

地下工作经常要搬家，这可是件苦事，搬家要另租家具，另找铺面熟悉环境，又要重新编一套掩护自己身份的理由，总之要处处

小心，以免稍有不慎暴露自己招致危险。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又不得不经常搬家。4 邓颖超说：“我们（与周恩来）在一个地

方居住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42 

地下党员职业化社会化要经得起推敲，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需要党员过人的勤奋和禀赋。王凯以商人身份常年做北京

上海之间的交通员，多次遇险都平安无事。原因并不是他穿着长袍，带上礼帽，背上洋货包，在经理包中夹着一本《三国演义》，

在外形上达到以假乱真，而是因为以前他每天在市场转，日用百货，花色品种，批发价，零售价，各大商店老板姓名和经营范围

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43聂荣臻文笔俱佳，再配上化妆技术，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联系发动群众，得

心应手。44 

有些地下党员为维持“这种匹配”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管理中央文库的陈为人，他与爱人韩慧英、妻妹韩慧如、工作人员李

沫英、陈慧英组成一个富有“家庭”，陈为人假托职业是洋浦区一家竹木行老板，李沫英和陈惠英是女佣人，韩慧英在上海培明

女中附小教书。但是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了经费来源，为了不让别人看出破绽，陈为人白天像个阔老板出外谈生意，夜

间悄悄变卖 2楼家具，省吃俭用，有病也舍不得花钱治，维持家庭表面的“体面”，苦撑数年，才得以让中央文库安然无恙。陈

为人自己却因为久病不医而去世。45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最集中的“职业”是商店店员。这是因为大多数党员来自农村，没有合适的技能找到合适的职业，只能以

一些技术含量较低，普适性商业店铺作为掩护。陈云主持中央特科工作时，为了保证情报及时有效传递，花了几千块钱办了 20

多个小铺子，散布在各区。为了不露破绽，店老板常常雇佣不知情的社会人担任。有一个小铺子就是其舅舅的面条铺，实际上就

是地下组织来往的接头地点。46徐恩曾证实：共产党主要以开家具店、房产公司、米店、百货店和诊所作为掩护，为没有其他职

业的中共地下干部提供便利。经理往往不知道商店或公司背后是由中共支持的。47 

“隐蔽”是地下工作的前提，职业化的党员如同一个个“原子”，必须通过接头和联络，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情报网。接头

和联络既是情报传递过程中最具技术含量的环节，也是最危险的环节。中央文件特别规定：“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

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481929 年 3月 28 日，经周恩来、

邓小平、余泽鸿讨论专门发出的《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对接头提出了具体要求：一切到中央来

的同志必须“预先约定口号与记号”；通常联络口号与扮演的身份有关，如果是教师，联络口号要文雅；如果是商人，联络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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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济化；如果是工人，联络口号要大众化一些。因为对口号时难免四周有人听见，如果口号适宜，合身份与环境，即使外人听

见也以为是“普通问答”或朋友之间的套话。约定的“记号”也应注意身份与环境，决不可做些引人注目的“怪”记号。49约定

接头地点决不能在机关住地，也不要在个人的房间，以预防来人有变。即使是花园、路边、街头巷尾，也应经常变换，总在一个

地方接头也会招来麻烦。更应注意：“接头的时间与地点不能让非接头的人知道”。50李克农曾说：有时接头的地方是鸦片烟馆，

一般人以为这是共产党不来的地方，可以找科长之类的人物来赌钱、抽头。聚赌的好处在于，如果他们在这种场合发现了我们的

事，可以马上用钱来收买他。5 

这种接头的暗号和地点是最高机密，连家人都不能告诉。中央特科李士英道：夫妻住在一起而所去的地方，所见的人有时不

同，相互间都需要保守秘密，以免一个人被捕后影响到其他的关系。52荣高棠回忆周恩来和邓颖超虽然是夫妻，但是“总理联系

的人，邓大姐不知道；邓大姐联系的人，总理也不具体知道。”
53
但是反面案例也不少，顾顺章叛变之后，向忠发接到通知紧急

转移，但是向忠发的妻子被顾顺章盯上，偏偏向忠发不遵守中央要他暂勿与妻接触的规定，偷偷跑到中山公园与妻相会，被盯梢

的特务逮个正着。54 

摆脱敌人追踪也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和纪律。首先确保不能暴露同志。遇跟踪“不能即刻往负责同志的住所或团体的重要机

关去。”其次要确认自己是否已被发现。（1）看他是否注意你的全身，因为一个侦探发觉你，恐怕你逃走，他不特别注意你的面

貌、衣服帽鞋等，以便认识。（2）我们如到街转角的地方，即急走几十步，再回头来看，看他是否也急走，来追随则为侦探无疑。

逃脱的方法有：往人多的地方逃走，如公共游戏场等，七转八转逃走；如果雇用人力车，则该地必须只有一辆车，上车后不要说

地址或乱说一个地址，不到目的地就换另一辆车并多次变换；如果乘电车逃脱，则必须电车将开动时跳上去，如侦探也上了车，

则下车时在车一开动时即跳下或在轨道修理的地方跳下，使侦探不能继续追踪。55 

聂荣臻介绍自己的经验道：“有一次遭到叛徒盯梢，我在人群里一挤，然后进了百货公司，上了电梯，发现那个叛徒也跟着

上了电梯。于是我就向人多的地方挤，又上了电梯，这样三转两转就把那个叛徒甩掉，要是在人少的地方就麻烦了。”56李士美

详细介绍了一个合格情报人员的训练内容：“要学习摄影、开汽车，熟悉上海地区、街道、里弄的情况，掌握路名、弄堂名、死

弄堂、活弄堂等等，……还要学会伪装和隐蔽自己，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地进行侦察、监视敌探、奸细活动时，不但装束要适时，

而且要想办法找些事情做，如摆小书摊这项训练相当复杂，……同时还要了解掌握上海的风土人情，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实力，国

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巡捕、警探势力行动规律等等情况。”57 

在纪律的严格规范下，上海地下党员的安全性大增。李德回忆其刚到上海的情形：“同中国领导同志接触却是异常困难的，

同他们直接联系的只有尤尔特同志和我。……我们只能按照约好的暗号，比方说，在一个窗台上放一盏台灯，或者在一间有光的

房间里把窗帘打开半叶等等，才可以走进办事处。”有两次因为疏忽，没有见到安全信号，不得不到设立在办事处之外的紧急情

况联络点去，来安排下次接头地点。李德对这种规范性给予肯定，“除此而外，我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联络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

没有发生过意外或者被捕事件。”58 

徐恩曾对于中共地下组织的单线联系印象深刻：党的领导人命令红队（中央特科）干部派某甲建立安全房，某甲再派某乙到

中共的房产公司中工作，出租房屋，又派某丙去家俱租用店工作，某乙与某丙互不相识，如果他们碰巧相遇，都会认为对方是规

矩的商人，红队小组严格限制上下级垂直联络（某乙和某丙只需要知道中共党员某甲），严禁红队小组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旦

接到潜在警方和调查局的地下党员的情报，敌人马上要来搜查时，他们会在两小时内带上所有的文件撤离，4小时后，房子里的

家具和个人用品可能也会搬空，到警察来时只看见一座空房。”
59
 

三、“打进去”“拉出来”获取情报 

冯·克劳塞维茨说过：“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60隐藏和摆脱措

施都是被动的生存之道，要想更好地保护自己，唯有预先知道敌人的动向，才能掌握主动。如何预先知道敌人的动向呢？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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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共获取情报的方式概括为“打进去、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打入敌人内部潜伏下来；所谓“拉出来”就是将敌方阵

营中的同情革命和可转化可利用的人员组织起来为我方服务。 

早在 1927 年 12 月 31 日中央发布通告：“经过支部决议，得派一、二位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作侦

探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有这两种作用才可派遣。”6 从技术层面来说，“打进去”意味着要能够发现对方人事的需要和人事

流通渠道的漏洞，渗透到其组织肌体内部，成为其合法的部分。当时最主要的方式是应聘。李克农分析为什么共产党员能够打入

敌人内部，主要原因有两点：“归根到底当时我们处于地下，是隐蔽的，成天在那里研究敌情，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

敌人是暴露的。另外，他们缺乏人才，我们就抓住时机打进去。”62 

而要进入对方组织的高层，潜伏下来，并持久发挥侦探乃至破坏作用，则对于特工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机遇、禀赋、才能、

关系缺一不可。《常识》认为特工的忠诚、平凡和随机应变是保证有效“打进去”的基础，即“忠实可靠”“色彩不浓”“聪明

而灵活”。63但是仔细研究不难发现，那些成功打入敌人高层的中共特工无一不具有一技之长或特殊关系。钱壮飞解释他为什么

能进入敌人阵营：“我的速记比较准确，速度也快，自幼练习毛笔字，写得流畅迅速，字迹端正清楚，这正是国民党机要人员所

必备的条件。”64而进入高层则是靠其与当时国民党中统局长徐恩曾的老乡关系。最为关键的还是其出色的心理素质与突出的伪

装能力。其同事评价说：“他当过军医、演员、编辑，表面像一位文弱书生，胆大心细，遇事沉着，善于应付各种环境和各种各

样的人，所以凭借自身的素质很快得到徐的赏识。”65敌人的评价是：“钱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是干才。”66

即使到 1957 年，徐恩曾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埋头工作、忠诚老实、而且很有才能的青年人。……我真不相信这样一个模

范工作人员是共产党。”67其实，不光是徐恩曾，还有陈立夫、张道藩等国民党特工首脑都曾经见过钱壮飞，但谁也没有发现破

绽。 

另一类则是关系型特工，这类特工与国民党高层来往密切，利用对方的内部矛盾获取情报和保存自己。如号称“红色牧师”

的董健吾，在宗教界很有地位，与宋子文是圣约翰中学同学，与宋庆龄也颇有交集。他利用他的身份拉拢帮会上层分子，联系警

探机关的上层人物，及时获取重要消息，经常进行营救活动。西安事变后，王稼祥和贺诚经上海去苏但难以解决出国护照，董健

吾通过警察局内部人员得到护照，王、贺二人顺利去苏。董还将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秘密寄养在家，后送去苏联。68这种依托特殊

关系的特工多是社会名人如杨度、夏衍等，国民党当局不敢轻易逮捕，生存度很高。 

进入高层的特工大多有一技之长，超人的禀赋和关系，是特工中的极品，可遇不可求。坊间称钱壮飞：“能谋颇似房仆射，

用间差同李左军。”69 后期的沈安娜也曾经潜入国民党中常会做速记员。《常识》做出特别规定对此类人群进行重点保护：“做

这类工作的同志与党的关系须极简单，不能使任何人知道，……与党中只要与一人发生关系。”70如钱壮飞只与陈赓联系。如此

严格的纪律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意外，沈安娜因为上线被捕，长达 3年多与党组织脱离联系
7
；陈为人因为上线被捕，独自保护中

央文库，历经艰辛。 

但这种“打进去”搜集情报的方式的缺陷在于代价高、周期长，一名优秀的特工需要艰苦的训练，长时间潜伏才能挤入敌方

高层，这样的潜伏时间成本和人力代价高昂。当客观形势的需要十分紧迫时，在敌对阵营中物色和策反有可能转向为我服务的人

物，或干脆进行利用和收买合适的耳目，成为通用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拉出来”。但是拉出来对象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在

敌我难辨的环境中，选择不当就会被反噬。《常识》把“拉出来”的潜在对象分为四类：（1）有革命性的；（2）不满意该机关的；

（3）生活费不能养活家庭的；（4）好游玩而生活费不够的。72 

“有革命性”最有价值也最为难得。中央特科在上海“拉出来”的第一个内线是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他位至国民党中央

上海特派员，深得陈立夫、徐恩曾、张道藩的信任。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是国民党左派，同情中共并与党内不少同志相识。鲍说自

己帮助共产党的原因：他当侦探搞反共，心理矛盾，若不告诉共产党，对不起朋友，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助共产党，又能弄

到共产党的消息，就可在国民党作官，又没有危险。于是找到陈养山同志。73事实上，鲍氏在帮助中共搜集情报、预警叛徒、救

助被捕党员方面立功不少，其中以1930年识别处决叛徒黄第洪和营救关向应最为成功。这些同情革命或者说中立者是最可靠的



 

 7 

“拉出来者”。陈云接手中央特科之后，利用这些中立人士加强了对国民党各个部门的渗透，1931 年 5 月就派了 4 位同志：商

务印书馆前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沈寿亚打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章秋阳打入金融界，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74 

作为一体两面，对这些“中立者”的使用也有相当的风险，因为他们帮助共产党大多不是因为信仰追求，更多的是带有投机

性质，希望在国共两党都获取利益，或者至少两不得罪。他们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具有投机性和摇摆性。中央特科对他们的使

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地进行争取教育，在经济上也应有必要的照顾。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提高地位，在敌

方获得更多信任，便于发挥更大作用。75另一方面则是防止他们的投机性，即“在使用中也应提高警惕，随时掌握其动态，以免

落入敌人的圈套。”76鲍君甫就是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审核后才启用的。 

为了帮助鲍君甫在上海活动，中共特科为他买了小汽车，1929年 10 月，还替他在四川北路建立了一个办公处，平时经常为

其提供一些党内的公开刊物和秘密程度较低的党内文件，甚至透露或布置一些联络点被其侦破，以便他能获取更多信任。同时派

共产党员安娥担任其秘书，为其传递情报；身材魁梧、胆大心细的连德生做其“保镖”，配合他的工作。鲍君甫是一个喜欢摆官

僚架子的人，脾气暴躁，他把党派去帮助他工作的连德生当做自己的下级看待，不但任意支使，而且经常毫无道理的大发雷霆，

严加申斥。这种软约束需要配合者付出极大的耐心和忍受。连德生常常陪着笑脸，避免同他对立，并私下对同志说：“为了党的

工作就是最大的气，我也要忍受下去，如果搞翻了，我怎样向党交待？”
77
 

鲍君甫这种具有革命性和正义感，又身居高位的“内线”颇为难得。“拉出来”的敌方人员多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有时

甚至是直接的金钱关系。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赵子柏，在上海滩混迹多年为法国租界当局效力，深得上司赏识，此人没有

具体政治背景，举止粗俗，江湖气很浓，又是帮会中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属于黑白通吃的“地方豪强”。为了获取情报和

支持，中央特科地下党员黄慕兰以互济总会营救部长的名义接近赵子柏。黄慕兰年轻漂亮，气质高雅，又擅长交际，很有魅力。
78
凭借其特有的女性魅力，通过金钱收买和拉关系的方法获得了不少情报。但特科领导人潘汉年很快发现张子柏动机不纯，粗俗

不堪，其积极性完全是因为贪恋黄的美色，实在难以从政治上争取过来，于是果断友好结束了情报系统和赵子柏的关系。因为在

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如若处理不当使关系复杂化甚至出现纠纷，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79 

在“拉出来”的低级官员中包括警宪机关和巡捕房的爪牙——帮会和流氓分子。开始时，特科为避免暴露，通过利用外围的

爪牙和帮会分子间接为特科办事，然而效果甚微。1928 年 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因告密被捕，特科曾给流氓分子一些钱，

但他们并未提供任何消息。因为这些帮会和流氓分子素以欺骗勒索为业，利用各种机会弄钱，有些人拿到钱也不办事。80陈养山

承认：“除少数人外，多数人未能起什么作用。”8 

罗亦农事件之后，中共转而直接策反警察，反而效果甚佳。熊向晖解释道：“我们最有效的基层组织就在蒋介石自己的警察

内部……他们工资低，所以他们给我们通风报信。”82 陈云在此方面颇有心得，他曾数次进出巡捕房接头、营救，均安全无事。

他总结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

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83 

这些各色“打进去”“拉出来”的情报人员，构成了中共情报安全网。李克农自豪地说：“敌人在上海、南京、天津建立的

侦察点都控制在我们手里。”84韩素音对这种情报网的无孔不入赞叹不已：“如同蛛网疏而不漏，控制极严，而且单线联系——

参加的任何一个人只能同另一名党员接触。在蒋介石的政府机构、下属各部和军队及与蒋结盟的军阀部队里，直至邮政局、电报

及电话局等公共设施中都深藏着各种联络点、分支机构、地下工作者……各种各样的告密者，有的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告密。”
85

邓小平回忆 1928 年在上海被保护的一次经历：“……我们在巡捕房里有人，警察里面也有我们的人，他们抄我们的家，……一

敲门听到声音不对，我回头就走，弄堂门口有擦皮鞋的盯着我，后来才知道是我们自己的人有意识的保护我的，不然我当时还不

是被捉去了，打入敌人的核心里面起了作用。”86甚至国民党当局也承认中共情报网的威力，认为中共能够“得到共党叛徒、奸

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及时镇压，有时还能事先发现国特行动计划而做到先发制人。”87中共获取国民党情报的能

力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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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叛变与反叛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共产党员由 8000 人骤减至 1220 人
88
。李德描述了政变后敌人的残暴：“蒋介石的警探们，

依仗国际警察的支持，……谁被搜捕出来，只能有这样的选择：叛变或者死亡。数以千计的优秀的中国党员干部，在这几年里被

杀头，被枪毙，被绞死，不仅是他们自己，连他们的家属也被铲除殆尽。”891929 年 2 月 27 日，中央报告显示：六大以后新中

央工作不到半年时间，其组成人员就有三分之一多或被杀或被捕。21个省的省委被摧毁。90 

蒋介石采取威慑和利诱的办法，一方面无情追捕任何一个有共党嫌疑的人，对被捕的嫌疑犯施以非人的折磨；另一方面，叛

徒和告密者受到重赏，并得到肥缺。1928 年 10 月 17日中央通告指出：“可耻的自首叛党的现象日益蔓延。”9周恩来也说：“党

员自首或出卖同志的事例增多了。”
92
包惠僧回忆自己当时退党的感受称：“上海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

的道路，消极脱党。”93 

同时敌人反渗透战术成效显著。一则国民党 1931 年的内部资料显示这种变节分子的比例：“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

自 1933 年 9 月开始，到 1934 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 485 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 183 人。因此，共党在

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 年 4月至 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

有 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 7人”。94 

早在 1926 年 5月 15 号，中共中央《校刊》上发表的第 1版《秘密工作常识》首次强调了保密纪律的重要性：“稍一不慎，

则危及一身，大则危及团体，其关系何等重大！”要求全体革命同志，“须急速将平时浪漫行为改去而特别注意自己的秘密工

作”。951927 年 6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3次修正案确定：“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96 

但是这种“务必”“严格”似的劝诫对于信仰不坚定党员的约束有限，在生死关头难免会被抛弃。当自首叛变越来越猖獗

的时候，惩戒成为必要。“八七”会议中首次提出“处分”：“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

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予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97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央再次在《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中强调，“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

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表述由“都应”升格为“必定”，突出了惩治叛徒的决心。 

1928 年 4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事件，是对党内惩戒能力的一次考验，只有让叛徒得到及时彻底惩罚，才能制止迅速蔓

延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叛变行为。周恩来在关键时刻被委以重任，他组建的“中国格勃乌”——中央特科，不仅负责保卫中央，收

集情报，还负责惩处叛变者。
98
时人认为，“必须有人来做这项工作，不然党就会被毁灭了。”

99
 

这种惩戒不仅包括变节的党员，还包括任何保护变节者的人。00何家兴和贺稚华很快被红队发现并秘密处决；出卖澎湃等的

叛徒白鑫在看病过程中被处决；顾顺章的家人在其叛变后，不愿脱离关系被处理。据“上海市警察局档案卷宗中记载，仅仅在公

共租界，从 1927 年到 1931 年之间，‘红队’消灭了至少 40个对手或叛徒——一个最低限度的数字，……被上海市警察局详细

记录的 40名被杀者中，至少有 13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或者是投靠警察成为提供情报者，或者是投向其他反共组织。叛徒们通常

被打死。”0 

这种“以血还血”的惩戒确实能够震慑叛变者，维护纪律的权威，鼓舞革命者的斗志。但是牺牲不是目的，党的利益维护和

任务的完成才是根本，隐蔽斗争的高罹难性，使每个党员随时在生与死的边缘游走。防止叛变不能单靠党员的坚强意志和被动的

惩戒。特科领导人之一王世英曾总结道：“过去不善于保存干部，鼓励同志牺牲是错误的。”02中央也强调：“各级党支部在目

前的工作条件下，坚强铁的纪律特别必要，但同时应该了解所谓坚强（铁）的纪律，并不是机械的去执行。共产党之纪律，首先

要建筑在每个党员对于自己的责任的自觉上。”03因此，发挥党员的能动性，提高生存率，能有效防止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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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中对被捕后的假口供进行了指导，强调“不但平时要保密，被敌人逮捕后更要保守党的机密”，“被捕后仍然要继

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事先准备一套假口供也是一种斗争方法。”“事先每个同志准备一套假口供，……以便为此能够对答如流。”

具体做法如下：其一，事先预备的口供可在同事中传阅，以便互相了解，说法一致，但非同事的同志，非工作必要不得有同事间

的横向联系，即使有联系同志的情况也不能说，特别是有关党的组织状况和领导状况更不能。其二，被捕后第 1次被审讯时回答

的是什么，以后都如此回答，其他直道不知道，只要口供始终一样，敌人也无办法。其三，要防备敌人诱供和套路，有时敌人故

意把特务装扮成共产党人员送入牢房。与共产党的嫌疑者住在同一间房向你表示同情，因此入狱之后遇到此情况不要轻易表态，

以免上当。04这种技术要领救了很多被捕同志的生命，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如任弼时被捕时始终咬定自己的假身份，敌人威逼恐

吓刑讯之后，也毫无办法，就只能轻判放人。 

假口供的技术标准是：（1）口供绝对不能说出机关与同志及一切党的消息；（2）口供与自己的“身份和技能相称”，不了解

的或说不清楚的不要说，口供“须做到追究不穷”；（3）口供要先后相同，不露破绽；（4）相识的同志要相互沟通可靠，一旦同

时被捕，彼此知道才能说法一致。每个同志应重视口供的预先准备和平时“互相演习口供”。中央文件直言：“这不是向敌人示

弱，而是对敌斗争和保守党的机密的迫切需要。”05 

至于“招供”的底线，1928 年 12 月 4日，中央规定三大要点：“不吐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联，不指出任何同志!”
06

有了这种弹性空间，很多党员能够在危险来临时，牺牲一些小利益，而保护核心秘密。王世英回忆：1934 年×××在南京被捕

了，党的全部关系都在他手里，他的住处又是在中央党部另一个同志的宿舍，存着文件药水，为了保存这些关系怕敌人跟踪追查

暴露了住处，他很快向敌人自首并供出一个不重要，而且与其他方面没有联系的关系，敌人相信了，把他送入反省院，后出院。

党组织除了批评他供出一个关系是错误外，仍与他保持了党的关系，并派他出去工作给了他政治上一个出路，后来事实证明，不

但南京的关系全部保存了，而且他以后也做了很多工作。071937 年 7月 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明确区别了

“自首行为”的 8 种不同情形分属两种不同性质。“反对不去细心的分别各种不同的‘自首’的情形，而一律的采取排斥与打

击的办法”，认为那是一种“左的关门主义错误。”081940 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自首行为的规定》界定：

供出完全公开合法的团体或“只供党事前指定之备供机关，或只供确实绝无第二人去的地址”不为叛变和自首。09 

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也是鼓励党员保守秘密的动力。陈养山总结营救同志的办法：一是花钱收买国民党的有关官吏和巡捕房

探目，如对关向应的营救；1930 年 4 月 9 日，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在公共租界被捕，但他抓破脸皮化名王某，未暴露身份，特

科紧急派人给巡捕房尤阿根“打招呼”，塞上一份厚礼，被从轻判处 3年徒刑。0这是当时最普通最流行的救人办法，在刚被捕

尚未受审时最好，但当营救面扩大时，财务的压力和代价剧增，便引起反对的声音。共产国际代表雷利斯基认为，用此种营救办

法，“被捕者将是交易对象，这会给党带来损失。”因为它会暴露目标，甚至有被讹诈的可能。二是利用合法斗争请著名律师出

庭辩护，例如潘震亚律师，当时出力甚多。任弼时 1930 年不幸被捕，遭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经过

潘震亚律师的交涉，最后以小罪放人；李井泉、曹荻秋、王翰、郑绍文、徐强、张楚琨、邓 

曼倩等革命同志先后获得过潘震亚的辩护，被营救而脱险。2 三是武装路劫。这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最后手段。3 罗亦农、

澎湃等在押运过程中，中央特科曾准备武装劫救，但由于武器未到，未能成功。严格说来前两种营救方式都需要大量经费，只能

在一些重要人物被捕时采用。1930 年 11 月 4日，周恩来在给莫洛托夫和共产国际的信中提到：“党的许多机构已遭破坏，许多

负责的工作人员遭逮捕。我们没有钱营救他们。”4 

中共在敌人内部建立的情报网也能够对叛变者进行威慑，因为“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那些“秘密自首者”不知道自己叛

变的秘密是否守得住，无法遁形，这样党的情报网被破坏的概率也大大减少。如地下党员宋再生担任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

一职后，经常有叛徒向他告密，最为著名的是一位顾姓的铁路工会秘书和一位黄姓叛徒告密李立三和李维汉，结果都被处理于事

发之前。5 顾顺章的叛变也因为钱壮飞的快速反应，得以将损失降到最小。向忠发被捕后被处决，当时党内还准备进行追悼纪念

活动，但是地下党弄到他的口供后，确定其叛变的实质，予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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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自救、营救、监控等一系列技术手段加之党内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得叛变现象在一定时间内得到遏制。这些行之有效

的措施，使国民党感到“耳目失明”，一个特务首脑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

了……我们只知道共党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了。”
6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组织的评价是：“他们为防御敌人的进攻，和保护自己的安全计，不得不仿照苏联格伯乌的组织

而正式建立特务工作。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着一定的步骤，脚踏实

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奋斗的精神啊！”7 

五、铁的纪律护航隐蔽斗争 

中共在上海 8 年的隐蔽斗争以弱小的力量，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和运行，其潜伏、情报、惩戒活动组织之精密，程度之

深，令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赞不绝口。严格说来，《常识》及其他文件关于隐蔽斗争的技术细则，来自于苏联格勃乌教程，是敌我

共知的内容。它的实际效果却因为执行者的组织禀赋不同而大相径庭。铁的纪律——这个中共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就是

此在残酷斗争中锻造的。中共从诞生之日起，就处在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只有用革命来应对反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世

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
8
 

正是因为敌我斗争的惨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列宁说：“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

事实上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党对纪律的认识和维护是逐步加深的。1921 年党的一大章程只是作为党员的一种品质要

求：“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91922 年 7月党在经历一系列工运洗礼之后，纪律被作为

革命要素而提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

命的运动。”其通知如下：“自中央机关以至小团体的基本组织要有严密系统才免得乌合的状态；要有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

才免得安那其的状态。”20 

第一次工运高潮之后，党对于纪律有了约束规定。1923 年 6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1次修正第 4 条规定：“党员自请出党，

须经过区之决定，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这次修正的特殊意义在于，对于违反

纪律的行为作了惩戒要求：“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2 

孙中山去世，国共合作出现危机，1926 年 1 月 29 日，中共敏锐察觉到“处此反动派对吾校各方面进攻和军阀严重压迫之

下”，认为“秘密我们的组织极关重要。”对违反纪律者以“反动”论之。22将违反纪律者等同于反革命，可见其重视程度。“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员的生命时时受到威胁。“八七”会议将不遵守纪律提升到近乎苛刻的程度，“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

律，都应予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23并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24 

1927 年 11 月 14日，《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对党的隐蔽斗争的技术与纪律具体细节进行了明确规范，并再次严

厉重申：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应当立刻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直接开除党籍。25但是随后半年由于三大起义以失败

告终，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党内自首叛变者增多，导致罗亦农等高级领导人被捕就义。为此1928 年 5月 18日中央发布《关于在

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通知，并组建中央特科执行纪律惩戒，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

纪律加以制裁。261928 年 7月 10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 12章第 44条将“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

高责任。”
27
1928 年 12 月 4 日颁布《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规定，对于叛变作了底线的设立，“不管是有无证据，他对于革

命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唯一的忠诚与责任便是不吐出任何党务，不承认任何关联，不指出任何同志!”以及规定：“以后各地党

部对于自首叛变的分子的姓名必须向全党公布，号召全党同志认识这一叛徒，防范这一叛徒，断绝这一叛徒在一切活动中的生

命！”28 

可见，当对于纪律的约束由违反纪律到“稍稍削弱”即严惩，以至于将不折不扣遵守纪律视为党员的最高责任。这无疑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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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生存和斗争的需要，同时植根于此种斗争土壤的政党也就具有了这种宝贵的看齐意识和维护意识，这也是世界其他政党不具

备的。诚如党内文件所言：“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的武器：一致

的精神与铁的纪律。”
29
 

注释： 

1《列宁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0 页。 

2(6)(4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03、303、303页。 

3魏斐德在《上海警察1927—1937》(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中从警政视角突出了上海公安局(敌方)对于中共隐蔽工作的侦

察与破坏,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当时斗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 

4参见薛钰的《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1期)与《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中

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苏智良、李云波的《隐蔽战线的里程碑——陈云中央特科工作经历》(《陈云研究》,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等。 

5 主要是费云东的《中共保密工作简史》(金城出版社 1994 年版)和蒋杰的《法国所藏中共<秘密工作常识>的保存、内容与

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21 年第 6期)。 

6(7)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年版,第 8—9页。 

7(8)(12)(40)(47)(59)魏斐德:《上海警察 1927—1937》,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8、159、148、147、148页。 

8(9)(14)(66)徐恩曾等:《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7、9、11页。 

9(10)王建华:《红色恐怖的铁拳》,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页。 

10(11)(19)(38)(41)(44)(46)(51)(52)(54)(56)(57)(62)(68)(70)(73)(75)(76)(77)(80)(84)(86)(102)(107) 

11(113)(115)(117)国家安全部办公厅:《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第 2 集,时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5、1、63、12、

8、5、63、95—96、88、8、92、69、86、5、39、45、45、60、38、69、6、151、150、35—36、46—48、255页。 

12(13)(58)(89)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第 4—5、6、4—5页。 

13(15)《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 19 页。 

14(16)李荣胜:《将肩挑日月,赤胆为将来——记罗学瓒烈士》,《红旗飘飘》第 26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页。 

15(17)嘉陵:《夏明翰的故事》,《红旗飘飘》第16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版,第 114页。 

16(18)(24)(27)(31)《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 7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23—424、423—424、425、423—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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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21)(22)(91)(96)(97)(106)(108)(109)(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中共中央组

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8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7、178、179、229、133、136、249、493—494、

555、229、3—4、21、77、136、137、149—150、181、218、248、307 页。 

18(23)(30)(32)(37)(43)(45)(49)(50)(95)(104)(105)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金城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

48、58、2—3、49—50、31、31、62、63、18、51、66 页。 

19(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94页。 

20(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版,第 249 页。注:学术界对中央特科的成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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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欧阳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锄奸反特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页。 

22(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1927—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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